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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建筑的历史解读
*1

麻勇斌

【摘 要】:贵州民族建筑极富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它的外在之美多存在于形态，内在价值多存在于历史。它蕴

藏的历史信息主要特点是:大型建筑与民族治理政权存在对应关系，村寨规模与民居精美程度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

对应关系，保存较为完好的规模较大村寨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对应关系;民居形态深受蜀、湘、浙、徽等区域

民居建筑的影响;民族村寨的选址映射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规模较小又不在水道和驿

道沿线的民族村寨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嵌入性的民族村寨是某些重大历史的“事件锁定”;作为

危时存身的山屯洞堡，与当地人杰存在密切关系。贵州民族建筑发展史有四个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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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贵州民族建筑，不论是雷公山、月亮山的苗族、侗族吊脚楼，还是黔中地区的布依族、屯堡人石板房，也不论是民居单体，

还是院落、聚落和城堡，都极富美感，极具个性，令人印象深刻，因而多年来颇受“外部视角”的高度关注，同时广泛引起“内

部视角”的由衷自豪。但是，无论是“文化他者”出自镜头画面的感动，还是“文化持有者”的出自他者盛誉的自爱，大都没

有实现真正的阅读和理解。关注者的目光通常集中在“空间与形式”或“文化与艺术”的层面，其所产生的读解体会，均是空

间与形态直接导致的触动和联想。对于贵州民族建筑来说，这样的读解是片面的。民族建筑与民族历史有一定的联系，因此，

有必要借助历史的视角，将“文化他者”和“文化持有者”的目光协调到贵州民族建筑孕生发展的历史视角来，使之能够触及

相关的宏观背景与微观故事，比如贵州民族建筑建造者和使用者个人、群体、地方政权、国家政权等主客观因素在民居、聚落、

城堡的建造过程、使用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影响，为“深度认知”储备必要的信息。这是解读贵州民族建筑文化之关系与逻辑

的关键。

笔者对贵州民族建筑尤其是苗族建筑进行过将近 20 年的实地调查和长时间研究，大体认为:历史的价值，可能是贵州民族

建筑遗产价值的主轴;民族建筑的历史价值，不在于时间的久远，而在于建筑活动被历史深刻影响的同时，忠实地镌刻着历史的

印记;只有读懂贵州民族建筑中的历史信息，才有可能真正读懂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独特性;贵州民族建筑的

历史信息，从建筑文化艺术的视角是无法被发现和读解的，必须站在历史的视角，将地方史志资料，同当地人对其村寨、集镇、

城堡的记述资料进行相互参照，并佐以大量实地调查的案例，才能发现线索并弄清经纬。

二、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

贵州民族建筑蕴含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信息，可以归纳为三个对应关系。

(一)大型建筑与民族治理政权存在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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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无论是哪个地区和哪个民族，存在大型古建筑或古建筑遗址与否，是其在古代有无军事政治治理实体的重要标志。

印证这一观点的实例有如下六个。

遵义的海龙囤。竣工于明末的海龙囤是孤峰绝顶之上的王城，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印证的是播州杨氏土司

延续 700 余年的少数民族治理政权的存在。其规模之大和工艺之精湛，在贵州实属罕见。经营海龙囤的杨氏土司之族属，虽然

争论很大，几乎难以定论，但它作为唐宋兴起的羁縻州政权实体，跟苗族、彝族、仡佬族有密切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从建筑文

化遗存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它更多与苗族(西部方言)和后来南迁的瑶族有关。理由有四:一是海龙囤建筑有强烈的东方情结。

海龙囤所在的这座山，跟“大海”没有什么关系。但从这座城堡的命名来看，它的主人有着强烈的东方情结和关于海的念想。

这可能是它的主人背负着某些强烈的与族群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追求。屯城内部的“王宫”全部朝向东方，在《苗族英雄史诗·亚

鲁王》里面，亚鲁王的父亲总问一个问题:“远方是什么?”并派雄鹰去探问，得到回答:“远方是大海。”亚鲁王历经无数艰辛

立国后，同样问“远方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派出儿子东征。还有，亚鲁王率众迁徙的过程中，曾在一个叫作“青蛇”的地方

居住过并杀死“青蛇”，后经过占卜认为不宜久居，才迁走了。海龙囤 40 公里外有青蛇屯。这些都与苗族的尚东情结和群体记

忆保持惊人的一致。二是海龙囤的总体布局和内部空间的使用，有强烈的“崇高尚险”观念和“尊左意识”。“老王宫”和“新

王宫”差不多在同一等高线上，“新王宫”的背后是一面比较宽阔的缓坡。“新王宫”完全可以往后退移 50 米左右，使得宫殿

前面的院坝更宽一些，进入宫殿的甬道稍长一些，宫殿的王者之气更足一些。“新王宫”与“老王宫”同向和在相同的等高线

上，似乎说明，“新王宫”的主人遵从一种择地原则:不越过祖先居住地的高度是对祖先的基本尊重。如果是这样，则在播州土

司秉持的建筑文化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元逻辑:居高为贵。“老王宫”在“新王宫”的左侧，土司官起居的空间在大殿的左侧。

这些内容，是苗族建筑一直遵循的重要逻辑，是跟原始巢居的知识丛结、方位信仰有关的逻辑。三是建造和使用海龙囤的播州

土司，赋予海龙囤整个山体和建筑的含义是“巢”，因此，位于山脚的两个关隘被视为“立柱”，命名为“铜柱关”和“铁柱

关”;在山腰设置“三十六阶天梯”，象征土司官在“巢”等于在“天”，山顶屯城被赋予的含义是“天国之城”，与苗族群体

记忆中的东方故地的神圣城堡形态特点相同;“飞凤关”在“飞虎关”“飞龙关”等上山关隘之上，用的显然是凤鸟崇拜的信仰

逻辑;在苗族记忆中，最为强盛时，苗族居住的城堡有九个城门，这与海龙囤设九座关似乎也是一种神秘的暗合。

2．毕节的“大定府九重衙”“纳雍乐治古城”“大屯土司庄园”等大型古建筑(遗址)。这些大型建筑，都是古代彝族大君、

土司、土目的治所和居所，对应的是彝族从君王到土司再到土目，延续一定历史的政权存在。“大定府九重衙”遗址，在原大

方县鸡场区拢供公社九层生产队，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杨洪文《彝族建筑文化研究》记述:“遗址分为九层”，“第一层

石墙大部完好，长 4米，进深 25米，高 3 米;第二层石基高 2．5米，进深 20米;第三层石基高 2米，进深 20 米;第四层石基高

2米，进深 13 米;第五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13 米;第六层石基高 1．5米，进深 15 米;第七层石基高 2 米，进深 15 米;第八层石

基高 1．5 米，进深 15 米;第九层石基高 1 米，进深 5米。九层之外，尚有侧室三排。”
［1］3

“纳雍乐治古城”位于纳雍县的乐

治镇，现在遗址上建有一所小学校。“旧称卧这城。‘卧这’系彝语，‘卧’彝语意思为‘官’，‘这’彝语意思为住处或居

所。两词合意为官之居所或官府。”“其建筑坐北朝南，布局为五重堂，四个院落，左右通道，占地 1万平方米，院宇四周由

长 1000 多米的石墙围绕。1985 年发现的瓦当是仿汉瓦当的卷筒式造型。现存宣慰府第的府门前有公候府衙前的照壁，长 22 米，

高 2．5米，厚 1．5米，大门两侧尚有两间风火砖壁，高 5米、长 22 米，墙体光滑……其中第五层原大殿的柱础保存较好，现

存 2 个，均为 1米见方，上面突出的圆面直径 0．6 米，柱础东西相距 11．4米。”
［1］11

“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位于毕节

市七星关区大屯乡大屯村，“整个庄园建筑群的建筑面积为 12000 平方米，占地 5000 余平方米，坐东向西，依山布局，逐级升

高略呈长方形。庄园均四周用石料铺就墙基，用青砖砌成高约三至五米不同的墙垣，沿墙外砌高达八至十二米不等的土碉五座。”
［2］61

3．紫云南关屯、镇宁的大干丈山屯等。这些位于险要山上的大型建筑，说明布依族土司政权的存在。《贵州省志·文物志》

载:“在紫云自治县城南 15 公里羊场乡南关屯。明初，布依族土司班克胜受领大柴山、水塘一带，为紫云最大的寨主。土司寨

设南关屯。明万历二年(1574)，班氏后裔班应龙受封参将，率其子班朝恩(亦封参将)与南宁侯共同发兵远征云南，官受康佐长

官司。今班氏土司寨尚存石门寨、石块垒砌。寨内石头屋多处屋基完好。寨外明代所修五尺路保留约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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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黔东南岑巩思阳古城、衙院，思南县老城，印江木黄司城，松桃平茶官寨等。这些大型建筑，对应田氏土司治理黔东上

下 800 年的历史。田氏土司的后裔及其辖地之民，如今分成汉族、土家族、苗族等。

5．黔中宋氏土司城。在贵阳、黔南等地，遗留有宋氏土司的不少司城，如开阳宋氏土司司城、瓮安宋氏土司司城、贵定宋

氏土司的“七司八印”，印证的是宋氏土司政权长达数百年的存在。宋氏土司的后裔和辖地之民，有的认同于汉族，有的认同

于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

6．多处小土司官寨。在贵州，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治理范围较小的小土司，比如遵义的罗氏土司，松桃的吴氏土司、龙氏土

司、石氏土司、杨氏土司，余庆敖溪的毛氏土司等小土司，在各自领地建造有司城或官寨。这些土司的后裔和辖地之民，有的

认同于汉族，有的认同于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

(二)村寨规模与民居精美程度同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对应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不论是哪个民族，规模大、建造精美的贵州民族村寨，基本上分布在两条线上:一是水路沿线，

即沿江(沿溪)的岸边;二是驿道沿线。这是因为水路和驿道是最重要、最兴旺的交通线和运输线，国家和地方军政力量都在这两

条线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为民众谋生、创富、安居提供较多机会。因此，这两条线上的重要节点，分布的民族村寨，必定是与

官家形成良好关系的村寨，必定是有规模较大汉族村寨为邻的村寨，甚至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共处的村寨。这些民族村寨保

存至今的百年以上的老宅子，记录着某代人或某几代人的传奇。

(三)保存较为完好的规模较大村寨与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存在对应关系

处在距离水道和驿道较远之地的规模较大的民族村寨，能够形成较大规模和保持较多的精美老宅，缘于特定历史铸就某种

契机。比如，雷山的西江苗寨，如今已是贵州乃至全国有名的苗寨。其所以存在如此大的规模，主要原因在于清朝在黔东南强

行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开辟了“苗疆六厅”，西江苗寨接受朝廷的政策，没有遭到朝廷的毁灭性打击，而后，这里涌现出

了诸如梁聚五先生等智者贤达，引导地方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积极参与国家资源分配，促使寨子沿着较少波折的方向发展。从

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规模较大的保存较好的民族村寨，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历史。

三、文化关系史的信息

蕴含在贵州民族建筑中的文化内容，是多种基质复合而成的。其中，既有本土原生的内容，也有外部传入的内容，而且，

现在多见的一两百年前的民居、村落的形态方面的文化内容，更多是外部传入的。

(一)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形态的母本及其他

贵州民族建筑，总体上以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形态为根脉。《贵州省建筑志》说:“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经过穴居和巢居

阶段，而且延续时间较长，至今在省内南部山区，还可以看到在带形岩洞中两侧的住房，中间为行人通道，户间以树条或玉米

秸秆间隔的穴居形式。兴义则戎乡至今尚有独户山洞人家，属边远山区。”［
3］278

进一步说，贵州木构民居，无论是吊脚楼，还

是普通木屋，都是由“原始巢居”演化而成的建筑形态。“原始巢居是中国建筑之穿斗式结构的文化(技术与艺术)渊源。所谓

‘构木为巢’，是原先‘住在树上’的南方古猿进化成为‘新人’的一种文化创造。”
［4］23

“中国巢居大约经历了如下几个文化

发展阶段:单株树巢→多株(四株为多见)→干阑式巢居→穿斗式结构地面房舍。”
［4］24

这一历程，贵州侗族的独柱鼓楼，苗族、

侗族、瑶族的四柱仓屯屋以及几十根立柱的木楼，都分别给予印证。“原始巢居始以植物(树木枝叶、藤蔓、茅草等)为材，待

由‘干阑’式向穿斗式发展，又在植物材料之中，加入泥土(有时以黏土涂抹墙体)这一材料因素。”
［4］26

贵州苗族、布依族等少

数民族民居的竹编壁，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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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的多数民族村寨，民居中有合院建筑，这种形制的房屋可能是从中原传来的。“合院建筑是我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建

筑类型，发源于中原地区，随着中原文化向四周地区渗透、扩展而遍及大江南北。”
［5］72

乐嘉藻说:“总而言之，古代居宅形式

之考者，唯周时土寝之图，最为详备……但南方因竹木樵薪之便，已不用土，而用砖与木材。又因受巢居影响，而有两层之制。

唯各部分相互之间，尚存周时土寝之遗意。至北方亦因经济之发展，亦多以砖代土墙，唯森林不茂，故用木材较少耳。而各部

分相互之间，已不甚合于古代，而多用中古以后由东胡传来之四合之制矣。”
［6］20－21

贵州民族建筑中，鼓楼、碉楼、屯楼之类以高耸体现其特殊功能的公共建筑，无论是形态还是功能，可能跟东部平原地区

古代城邑多见的城阙、宝塔等公共建筑存在渊源关系。由于缺乏历史视角，上述公共建筑，有两种最为容易被理解为贵州的独

创。一是侗族鼓楼，容易被认为是贵州侗族独创的建筑形态。但据黄才贵考证:“在侗族鼓楼中，建筑年代最早的是清朝顺治年

间(1644—1661)的通道马田鼓楼的主楼，其次是康熙十一年(1672 年的从江增冲鼓楼)”，“鼓楼，最早出现在黄河流域北朝时

期的北齐(561—577)。”
［7］70

二是苗族的屯楼，包括笔者，也曾认为这是贵州苗族尤其是松桃苗族的独创，因为其活态标本只出

现在松桃的牛郎镇婆洞和中寨这两个苗寨。2017 年 3 月 30 日，笔者在安徽淮南参观楚文化博物馆，看见楚都出土的被当地称作

“戏楼”的“屯楼”陶屋，才猛然觉察到，苗族屯楼可能也是从苗族的东方故地传入贵州山地的。

(二)蜀、湘、浙、徽等区域民居建筑的影响

巴蜀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乌江流域。其中，遵义大部、铜仁西部所受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安

顺中部、毕节和六盘水的部分区域，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今贵州的所谓“黔北民居”，在形态、

结构上，与巴蜀民居几乎无异;二是遵义的丙安古镇、大同古镇，铜仁之乌江沿岸的临江集镇，叠垒在临江狭窄地带的干栏建筑，

与过去四川的合江福宝场、石柱西沱、酉阳龚滩等，无论是依山就势营造的技法，还是民居簇拥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形态，可以

说都是一脉相承的法式;三是石头碉楼，在建造位置的选择、外部造型和内部空间联系方式上，都与四川的碉房建筑明显存在关

联性。贵州的石头碉楼，从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看，较为集中出现在安顺屯堡聚落，点状出现在毕节的大屯土司庄园、六盘水

的岩脚古镇和铜仁松桃的张坝堰等。此种碉楼，可能不是贵州独创的建筑形式，可能是受四川尤其是川西北部羌族碉房建筑影

响的建筑形式。石头碉楼之类建筑形态，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藏羌彝民族的创造。季富政《巴蜀城镇与民居》说:“在住宅的边

角特别建碉楼即为碉楼民居。据笔者多年调查，凡此类民居，住宅与碉楼有十分丰富的空间关系和结构关系，即两者在空间与

结构方面是不可分离而融为一体的。有的碉楼在正面或屋两角，但都有各层房间与碉楼相应各层相通，两者相邻的墙体，有的

共用一墙，有的各墙相隔，中有砌石搭桥相通，理县桃坪寨陈仕名宅即如此。”
［8］147

季富政在其《巴蜀城镇与民居》之“碉楼

民居”部分，专门介绍有“江津王宅(回龙庄)”“武隆刘宅”“达县柏宅”“合江李寨”的碉楼民居，形态与安顺屯堡人的碉

楼、六盘水岩脚古镇的田家碉、大屯土司庄园的碉楼、松桃张坝堰罗启疆的碉楼，甚为相合。

2．湘楚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酉水、沅水、辰水等流域。其中，铜仁东部、黔东南东部所受的影响

最为显著。此外，黔南之瓮安、福泉、贵定，遵义之余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几乎从湖南常德、

张家界、湘西一带延伸至铜仁之松桃、江口、印江、石阡、玉屏以及黔东南之镇远、黄平、岑巩、三穗，黔南之瓮安、福泉、

贵定等地，都是同一形态的“普通木屋”。这种民居的主要特点是:正屋和偏厦都是“有柱有瓜”的榀架;正屋为三间或五间;正

屋两头或单头配设略矮于正屋的偏厦。如果仅从房屋的形态看，几乎无法识别这片区域中的哪些区块居住的是汉族、苗族、土

家族或是其他民族。二是在聚落近地的公共建筑中，常有飞山庙、天王庙、黑神庙、五显祠等。

3．江浙、闽粤民居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其中，黔东南之大部，黔南之三都、荔

波，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居形态多为正屋的两头延伸出两个或单个偏厦，形成四面倒水或三

面倒水的第五立面;房屋的零立面，多采用“天平地不平”的方式，处理成梯级平台，感官上更加与河姆渡“干栏式”建筑样式

接近。二是跨越沟渠的交通要道上，多设廊桥。贵州廊桥的形态和建造技艺，与浙西、闽北、湘南、桂北一带的廊桥应是一脉

相承。贵州的廊桥，历史久远很是少有，但在“浙闽边陲”的庆元县，“目前境内现存各类廊桥 90多座，为全国廊桥数量之最。

全国有确切纪年、现存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全国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木拱廊桥———兰溪桥，全国现存廊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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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单孔木拱廊桥———黄水长桥，全国现存有史料记载时间最早的木拱廊桥———大济双门桥和莆田桥均在庆元县境内，堪

称当世一绝。庆元木拱廊桥历史沿革在全国最具连贯性，宋、元、明、清各朝代建造的木拱桥庆元境内均有(这在全国也是独有)。”
［9］1

从时间的位势看出，贵州的廊桥可能是江浙闽粤一带传入的。

4．徽派建筑对贵州民族建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全省徽派建筑，面积较广。最为典型的是镇远县城、黄平旧州等，可以说

是徽派建筑的城镇。

四、族群关系史的信息

(一)民族村寨的选址映射着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

当下所说的民族村寨，一般来说皆是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聚落。其选址活动，发生在两三百年前的时代。虽然时间

推移了两三百年，但如果将包括汉族在内的贵州民族村寨所构成的整体格局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仅选址一项，就有很多的

历史故事。这里面承载有国家的战略与意志，少数民族底层群体的适从，少数民族土司土官的无奈与权变，构成一幅绝无虚假

的精彩画卷。

以松桃苗族自治县当今辖地的民族村寨总体成局为例。松桃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属于铜仁市，是全国建立最早的苗族自治

县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只有苗族、汉族。1982 年民族识别工作开展后，新增土家族、仡佬族、侗族等民族。清朝时期，松桃

为“厅”，“其制与县同。嘉庆二年以前，松桃厅隶属铜仁府，相当于县;嘉庆二年以后升为直隶厅，相当于府。”
［10］3

“《通

志》:松桃，明以前俱为红苗巢穴，连接黔、楚、蜀，谓之三不管地。至国朝(清朝)，平苗拓壤，始隶版籍。”
［10］19

“松桃在省

东八百七十五里，向隶铜仁。山接秀、彭，水通辰、永，舟楫骈通……明永乐十一年置铜仁府，松地尚属苗区……国朝改铜仁

总兵为副将，始置营于坡东滑石，坡西孟溪、龙头等地。康熙九年，苗乱，副将贺国贤用兵扑剿，始设营于坡东马颈、报国、

正大、马脑、盘石等地，坡西太平、振武、地耶等地。康熙二十年，设汛于坡东哑喇，坡西双凤等地。康熙四十二年，楚苗不

靖，提督李芳述剿之，设汛于新寨、麦地、长岭等地。康熙四十三年，平红苗，设正大营……于是附近松桃之地更多新疆……

又设汛于落塘、大塘、木树、乾塘、臭脑、岩坳、构皮、康金、盘尕、芭茅坪、大平茶、长冲等地。长冲即松桃故址。雍正十

一年，乃移松桃于蓼皋，建松桃城……乾隆初年始行安插……十五年，设塘于坝得地。乾隆六十年……设碉堡于坝得地、凉亭

坳、石花、潮水溪、长坪、有泥、陇统、杆子坳、岱东、牛心等地而地益日辟。”
［10］76－77

这些记述说明，是明清两朝持续开拓

松桃之地，将官军、汉民和“有功苗民”有计划地“安插”，才形成主要沿着“铜仁———大兴———正大———盘信———

凉亭坳———蓼皋———老松桃———黄板———天星坡———秀山”的黔川驿道和沿着松江的“茶洞———潮水———石花

———落塘———蓼皋———大平———孟溪———乌罗”水路这两条基线分布的大体格局。经过持续两三百年的开拓，具有

基桩意义的汉族村寨、苗族村寨得以扎根、发展，并成为汉族、苗族文化交互影响的走廊。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官家依托水陆

两条干线上的支点性的聚落———营、汛、塘、堡等，在近地向“红苗巢穴”逼近、嵌入，进行进一步的肢解和碎化，到清朝

末年，已经完全实现全域性的“定居点”植入和发展。因此，从三五百年的时间尺度来看，松桃的位于官道要冲的规模较大的

汉族村寨、苗族村寨，譬如说，川黔驿道上的黄板(苗)、自川、长冲、扒龙、张桂溪(苗)、平茶、黄连、康金、盐厂、地甲司(苗)、

大告、马台、官舟等苗寨，黄板(汉)、盐井、镇江、凉水井、张桂溪(汉)、火爆岩、干沙坪、地甲司(汉)、麦地、三保营、报

国营等汉族村寨，松江水路重要隘口上的木树、石花、木溪(苗)、红岩等苗寨，晚森、老猴岩、木溪(汉)、落塘、稿坪、大坪、

孟溪等汉族村寨，都是国家开辟松桃之地的战略和意志的一种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因被官府打击而逃离原本聚落的苗人

对寨子的选址，实际上是被动的和具有再回故地之梦想的行为。比如说，鸡爪沟的龙家寨、石家寨的选址，四龙山、金杠、上

潮等苗寨的选址。

在国家开拓松桃之地的两三百年过程中，土司土官的城堡、官寨、府邸等，因为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有的被摧毁，有的被

迫迁址。明朝时期，居于今松桃大路乡黑坡城的土司，被朝廷军队和近地受欺的寨羊、寨库等寨子的苗民联合消灭，整个城堡

被毁;乌罗杨氏土司被朝廷军队打击，全部覆灭，剩下司城，被后来乌罗府接管使用，如今只有城基遗迹和地名。清朝时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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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土司为了配合国家的战略，把如今松桃县城所在地的蓼皋卖给官府，并把土司衙门从云落屯一带搬迁到今松桃世昌乡平茶村，

立官寨继续经营，一直沿袭到清末;雍正年间，田氏土司又被迫卖掉苗语称作 raxgibwublel 的官寨，用来建造盘石城，自己搬

到苗语叫作 ghobgad 的黄连苗寨，艰难图存;地甲司龙氏土司被废除后，其司城所在地如今演变成为苗族、汉族和谐相处的地甲

司村。

在国家开拓松桃之地的两三百年过程中，由于朝代更替和地方政治军事力量发生变化，一些苗族土官、地方豪酋崛起，官

府曾经占据的部分地盘后又失去控制，成为苗寨或苗汉共建的村寨。比如，蓼皋镇的落塘、稿坪、相连洞，世昌乡的龙亭、金

杠、道水，长平乡的柳娃、枸皮，盘信镇的马台、麦地等。

类似于松桃的民族村寨选址受到国家战略深刻影响的地区，在贵州应是多数。正因为如此，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与汉族为主

的城镇、传统村落，在空间位置上存在某种线性的密切关联。将民族村寨与城镇和汉族传统村落同时标注在贵州地图上，就会

呈现出国家开拓贵州之地三五百年历程的战略策略。这是以贵州民族村寨为代表的从选址上体现出来的总体格局，这一格局代

表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成就的民居、公共建筑和城堡、官寨等是以当年官府树为建造标准的汉族建筑文化为模范的。

在官家实施的涉及区域性民族村寨布局的方略影响下，经历两三百年的适应性演变，先融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同后融

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彼此的文化认同感日渐疏远;早先融入国家体制的民族村寨，大部分居住者逐步丧失了少数民族语言、

文化乃至身份，成为认同和使用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而一些嵌在少数民族文化能量较强区域的汉族村寨，部分居住者变成了认

同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汉族。

(二)规模较小又不在水道和驿道沿线的民族村寨也受历史事件的深刻影响

所谓规模较小即如今仍然仅有百十户人家的民族村寨的形成，大抵有三种初始条件:

一是其始祖为了躲灾避难遁入山林，因得到某种“异象启示”而选址建造居室，经历一两百年时间，人丁繁衍，形成寨子。

比如，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沟村的麻家寨、龙家寨、石家寨，都是雍正年间起义失败后的苗人，为了躲避官府而隐遁到此，立

寨安生。

二是其始祖寄居在临近的大寨子里，因生计关系，意外找到别人没有发现的风水宝地，而造居室以存身，此后发达，成为

寨子。比如，三都县梅山村水族寨子，据石国义编著的《水族村落家族文化》记载:“梅山村原属荔波县，在荔波北部边境上，

现属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境内的中部，北距县城 47 公里，坐落在亿万山西麓，现是三洞乡定城村的一个水

族自然寨”，“相传是由广西北迁定居贵州之潘姓鼻祖潘必旺的 21 代孙潘繖的拓荒地。可能是在明万历年间，繖只身进入深山

密林寻地开荒，当他走到现今的梅山腹地时，抬头一望，南面三座紧连的大山恰似一只飞翔的凤凰鸟，凤凰水语叫作‘诺棉’，

是大吉大祥之神鸟，懂《水书》识地理的繖兴奋极了，认为天天看到诺棉鸟，是件幸事，子孙必定发达，于是他决定在此垦荒

栖身……孝山寨便形成了。”
［11］168

三是其始祖挤走更为弱小的其他民族，占有别人的土地，而后建立寨子。此类情形比较多见，而且多数发生在少数民族起

义失败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三都县羊吾村，该村属于三都水族自治县普安镇，位于该镇西北面，距离三都县城 17 公里，

面积略为 1 平方公里，有 111 户。其中，定居羊吾最早的张姓有 85 户。“羊吾”是苗语的译音，意思是有水塘的寨子。据该地

文人张育才编撰的《羊吾张氏宗字谱》(1994)记载，张氏祖先张均公，因明初随征南将军傅友德征西南夷有功，授合江陈蒙烂

土长官司，其子孙世袭土司之职，其中一支名埃公，于康熙元年(1662)迁居羊吾，成为羊吾民族村寨张姓的始祖。他初到时，

羊吾这个地方全是森林，并有已然在此的其他民族居民居住其间，这些居民把聚落安置在森林边一个名叫皆朵的地方。张氏祖

先在这一带放狗撵山，发现林中有水塘，撵山的狗们经常到水塘里冲凉，上岸时，身上挂有浮萍，于是认为这是好地方，可以

开拓，就设计撵走早先定居在此的皆朵人。具体做法是，制作一双 1 尺多长的半旧草鞋，又用大楠竹将自己的屎制作成巨人才



7

能拉得出来的巨大屎堆，趁夜间放到皆朵人的泉边，让皆朵人认为有巨人或妖物在这一带活动，如不离开必定被其吃掉。皆朵

人果然被吓跑了，埃公就占领了这地方并安了家。

属于以上情形建造的民族村寨，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隐蔽性，强调利用大山逃生的便利性，强调凭险抵抗的自然优

势;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山水的资源，便于上山打猎谋生，就地开凿田亩种植。显然，这是弱势群体在历史境遇和生存经验指引

下的正确选择，它同两三百年前贵州少数民族所处的安全形势和生活境况，是一种直接的映射关系。

(三)嵌入性的民族村寨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事件锁定”

在贵州，某个民族的部分人在以另一个民族为主的区域立寨，是比较常见的事情。这种情形，多是历史事件的锁定。它是

贵州各民族相互包容的见证，更是民族历史并非线性演进的见证。例如，在黔东南榕江县有一个名叫摆王的苗寨，是东部方言

苗族的寨子，四周全是中部方言苗族的寨子。这个苗寨就是乾嘉苗民大起义失败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人嵌入了中部方言苗族

聚居区，得到当地苗族的帮助和认同，经两百多年发展而形成的寨子。在安顺西秀区、镇宁自治县，有一些中部方言苗族的寨

子，如在黔西南州兴仁县屯脚镇有鲤鱼坝苗寨，四周全是布依族寨子或汉族寨子。这些苗寨嵌入布依族和汉族地区，是因为咸

同苗民大起义，一些不愿意参与战争的苗族人逃离黔东南，到达新的居住地，得到当地人的接纳而建立的寨子。又如，回族在

黔西南的普安县青山镇、兴仁县鲁础营乡、安顺市平坝县等有好几个寨子，四周是布依族、汉族的寨子;在铜仁江口县太平乡有

一个侗族寨子，四周全是汉族或土家族寨子;在普定县有一个名叫讲义寨的白族寨子，四周全是汉族的寨子;等等都是某些特定

的历史事件造成的。

(四)山屯古堡建设与当地人杰存在密切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朝廷对贵州各少数民族采取的多是不信任、不当数、不尊重的政策，动辄进剿。加上社会动

荡，兵匪横行。为了安全，各地的民族村寨，或独自或相邻几个寨子联合，在近地险峻山顶之上建造山屯，在崖间山洞建造洞

堡，以便危时存身。而且，建造有坚固的山屯洞堡的村寨，都是因为在当地有深孚众望的杰出人物。山屯洞堡的建造与人杰及

其影响存在密切关系。比如，凤岗玛瑙屯的建造，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土匪猖獗非常，此处近地的

汉族寨子，有名叫钱青云的团练首领，急公好义，为了寨子和自家的安全，动用家资，请来多地匠人，在马脑山兴建山屯洞堡。

此山屯在当地抗击太平天国败军骚扰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周边若干寨子集资加固修缮，作为共同的存身

空间。

五、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简史

贵州民族建筑文化，是一种发展着的区域文化。赫章可乐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屋，20世纪 50 年代还在瑶族、苗族等少数民

族地区容易见到的“杈杈房”，80 年代末还在麻山、乌蒙山、腊尔山深处的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落成片存在的茅

草屋，作为认知标本，都能够说明贵州民族建筑，从形态与结构到技术与艺术，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沿着某种固定的形态与

结构模式进化。一句话，贵州民族建筑文化，从古代到近代，再从近代到现当代以至未来，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这种变

化尤其是其中的规律以及促使它演变的动力，对于它的价值认知、价值保全和价值再生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发生

代表贵州少数民族建筑史之久远的物证有两个:一是赫章可乐出土的干栏式陶屋和房屋遗址;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至今

尚存的干栏式仓屯屋。这两个物证的存在，能够证明贵州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比较久远。

贵州赫章汉墓中出土的干栏式陶屋以及毕节瓦窑遗址发现的房屋遗址，在时间上晚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中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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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栏式建筑模型，也晚于四川成都三星堆发现的干栏式建筑遗存，更是晚于浙江河姆渡出土的干栏式建筑遗存。

贵州麻山苗族、荔波瑶族等建造和使用的干栏式仓屯屋，与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制干栏式模型，形制相同。甚至，瑶族粮仓

为防止老鼠爬到仓内而在楼板与柱顶相接处安放表面光滑的陶罐，在广州出土的干栏式仓屯屋上也可以看见。

（二)发展变化

贵州民族建筑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的迁入和适应贵州生境的过程大体上形成对应关系。

在 1413 年以前，贵州今天的这个版图，实际是一个分别属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的边地状态，没有围绕中心区域聚集

发展能力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和文化要求。从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向贵州方向输入的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发展能量到达

贵州的腹地时，皆是强弩之末、渠水之尾。因此，相对而言，贵州今之四边———遵义、铜仁、都匀、兴义、毕节，是外部传

入的建筑文化之力先期到达的地方，而地理上处于黔之腹地的贵阳、安顺，则处于“冷水区”;明清之前的建筑文化成就，贵州

的边地远远优于和多于腹地。最为有名的建筑遗存，如海龙囤、娄山关、南长城、大方彝族九层衙、七星关等，都在今之贵州

的边地。

这些情况映射的历史信息，是在建立行省之前，贵州今之版图属于周边各省的共同边地，苗岭山区、麻山山区、乌蒙山区、

梵净山区等，存在很多“三不管”之地和难以管控之地，直到清朝中期，黔东南属于亟待开发的“苗疆”。因此，接受或学习

“发达地区”的建筑文化与否，在这些“生苗生夷”区或“半生不熟”的少数民族地区，就完全由栖息其间的各民族自主。这

样，当地的王者、头人、土司、土官等上层人物，接受外部传入的建筑文化的程度和方式，就决定了某个区域少数民族接受外

部传入的建筑文化的程度和方式。贵州边地的建筑形态与结构复杂多样、粗精不一、美丑与共，就是如此形成的。

贵州建省以后，贵州民族建筑文化发生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明朝，具体时段在朝廷打败了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之后，出于国家政体统一和贵州政治实现结构化之战略

目标，打击、肢解、削弱贵州土司政权及其善后时期。这个时期是贵州建立行省后，第一次出现的最为激烈和全面的“革故鼎

新”，国家力量同地方力量开展的博弈，播州杨氏土司被消灭、毕节安氏土司被慑服、黔东田氏土司被肢解、黔中宋氏土司被

化掉。在这次历史变革中，乌江、金沙江、赤水河、鸭池河等流域内的建筑文化，随着政治体制、经济格局、主流文化和民族

人口比例关系的剧变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江西、安徽或托名江西、安徽的商贾、移民、匠人，把当时的汉族建筑文化带入了

贵州的大部分宜居之地，并对原有的少数民族建筑进行替代。

第二个时期，是清中叶至清末。清中叶，清廷为了从富有的“苗疆”获得更多的支持战争的财富以击败吴三桂等藩王，巩

固中央对西南的实际控制，强力“开辟苗疆”，引发乾嘉苗民大起义、王囊仙布依族大起义和咸同苗民大起义等，战后，黔东

北、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区的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格局几乎被摧毁殆尽，建筑文化

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构建而发生相应剧变。黔东南的苗族、侗族，接受了浙江一带治理官吏及其子弟兵、子弟商

带入的浙江特色的汉式干栏式建筑;黔南、黔西南布依族，接受了湖湘一带治理官吏及其子弟兵、子弟商带入的湖湘特色的汉式

普通木屋。

第三个时期，是清末至民国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家不再使用歧视和迫使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的政策，同时，不断

有沦陷区的机构、商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为逃避战火遁入贵州，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营或求生，加上少数民族有大量人士参

加抗战，掌握利用碉堡、战壕等工事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技巧，并把这些战争知识运用到民居、聚落的建设中。于是，在贵

州多个民族的民居和聚落，就拥有了碉堡与民居联体的工事性院落，比如，安顺本寨的杨家大院、松桃张坝堰的罗启疆老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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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全解决了千百年来民族地区社会得不到长期安定的问题，民族地区的古城、古

镇、古村落，都拆除了以前用作防御工事的城墙、围子，有的地方还拆掉碉楼、屯楼、屯城等，聚落的外围再也不设闭合的高

墙，群众可以自由地、放心地在原来的围墙之外建造房屋。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民族聚落的自由之美、自然之美才得以生成，

并以其不无掩饰的自信呈现给观赏者。换一个角度说，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民族聚落的那种自由与无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适应性发展形成的，是少数民族群众没有说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获得感所释放出来的。

六、结语

贵州民族建筑，对于使用者个体来说是功能建筑。但是，对于民族历史来说，则更多是主题建筑，是无意中留存下来的历

史物证。

站在可以真切看见历史的角度，观看贵州民族建筑的整体，容易发现，它今天仍然闪烁的复杂之美、和谐之美，是国家力

量和地方力量在长达数百年的相互消长和相互适应中形成的，是历史变迁在建筑上达成的相互承认和相互趋同。无论是以什么

理由来到和居住在贵州这片山地的人们，都在建筑上赋予了宽容、和解、共生、互助的祈求。因此，贵州的民族建筑没有显见

的傲气、霸气和杀气;蕴藏在贵州民族建筑之空间与形式的历史意绪，映射到审美的界面上，都是着力彰显和善、质朴、自由、

轻松的美;贵州民族建筑宏观上的美是历史引动的经济社会变迁之力叠加作用形成的，微观上的美是匠作的刻意创造和使用者的

着意表达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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